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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風東扇及其文化效應

朱東華

[提　 要] 　 入華景教乃是基督宗教中國化的第一個歷史形態,同時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

豐碑。 景教碑的現世開啟了景學研究的大門,並在明清以至民國的西學東漸潮流中,成為其隱秘而

基礎的部分。 反觀千百年間景教以及景學與中國本土文化相適應、相融合的方式和方法,我們便可

發現,景教已經頗為成功地駕馭了時代的詮釋學形勢,在神學、經學以及禮儀實踐方面做出了創造

性的貢獻,因而堪稱是基督宗教中國化的典型案例和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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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景風東扇,景教入華,成就了基督宗教中國化的第一個歷史形態。 其名相融合之深

雋、文化效應之廣遠,已然超出了“附會”與“格義”的簡單範疇。 從溯源研究與義理研究的角度看,
景教乃是紹述安提阿學派思想,且又秉承聖多馬使徒統緒的東敘利亞教會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因
而其在禮儀實踐及教義思想上具有相當深厚的底蘊。 與此同時,入華景教又在唐元時代“法流十

道、寺滿百城”的傳承過程中,充分利用了殊勝的歷史機緣以及豐贍的本土思想資源,創造性地實

現了術語轉換與思想熔鑄,不僅為中外文化的交流留下了一座豐碑,而且為當下及未來的基督宗教

深度中國化奠定了有益的思想文化基礎。

一、景風東扇: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豐碑

要探討景風東扇及其文化效應,首先不能不提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評價問題。 該碑乃

是西安碑林所藏國寶級文物,世稱“眾碑之魁”(世界考古史上四大名碑之一)、“中國基督宗教之崑

侖”、“中西文化交流之豐碑”,其地位之尊崇,罕與為比。①景碑於晚明天啟年間重見天日之後,即有

教內柱石、著名學人李之藻、徐光啟等給出了相當積極的評價:李之藻稱讚“碑文贍雅可味,字體遒

媚不俗”,“今茲煥啟人文、用章古教”,令人坐聞正真學脈,得了生死大事,不惟繼往、而能開來,良
足以增輝冊府!②徐光啟則謂:唐季貞觀以至建中,累朝英誼、有崇有倡;和宮精宇、貞石效靈。 而今

景碑現世,契合聖朝,終得翕順之祥。③景碑現世之後,歷代法徒、學人爭相拓印、考釋,從而開啟了

中國景教研究的專門學問。 這之後,基督宗教內外推崇景學乃至自稱景門後學者,也大有人在。 回

顧四百年間的相關歷史,景碑之重要性,尤其體現於下述兩個“始乎乖睽、終乎翕順”的標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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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一為清末丹麥記者何樂模(Frits
 

Holm)盜碑未遂的史事,④二為中國國家文物局於 2002 年將

景碑列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之中。⑤

除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外,景教敦煌文獻也得到了歷代中外學人的高度重視。 早在 1909

年,王國維便乘着北京學界公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之機,得以結識這位“東方古語學”
之大家,並開始關注敦煌遺書。 “燕台一別、忽忽十年”之後,王國維又致函伯希和,提及羅振玉計

劃“影照”景教《志元(玄)安樂經》與《宣元本經》,以及富岡謙藏之友人“謀刊”敦煌《一神論》等事

項。⑥王國維獲睹天津藏書家李盛鐸所藏兩種敦煌景教文書(包括《宣元至本經》的片斷)之後,又
不禁發出如下感慨:“李氏諸書,誠為千載秘籍,聞之神往! ……景教經二種不識,但說教理,抑兼

有事實。 此誠世界寶籍,不能以書籍論矣。” ⑦

如果說,王國維對景教遺書的評判還只是富有遠見的預估,那麼對唐元景教下了相當功夫的陳

垣、吳其昱等人有關景教敦煌卷子的價值評斷,則應該說是相當精準、毋庸置疑的實錘了。 1930

年,陳垣於其所發表的《基督教入華史》一文中,將《志玄安樂經》的文筆之美、《序聽迷詩所經》的

書法之好,並稱為景教“雙絕”。 他曾經以為“景教之不發達,乃不與士大夫交往所致。 現在見了這

兩本經,觀念為之一變!” ⑧《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以及《尊經》乃是 1908 年伯希如所得的敦煌卷

子(今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為 Pelliot
 

Chinois
 

3847,簡稱 P.
 

3847)。 英國學者穆爾(A.
 

C.
 

Moule)從研究基督教史的角度出發,認為該寫本的重要性僅次於西安的景教碑,有些方面甚至比

該碑更有意義。 吳其昱也認為,《尊經》所錄法王名及經目,可示唐代景教神學系統及文化背景,間
接顯示基督教文化世界對中國文化世界之影響,其重要性不在《三威蒙度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

碑》及絲路沿途所遺文物之下。⑨而景淨所譯的《三威蒙度讚》,又因其用詞典雅而深受今人的喜愛,
並在燕京大學教育系梁季芳先生配以古調之後,在華人教會中得到了廣泛的傳唱。⑩

與唐代景教遺物、遺跡相比,元代的景教遺存顯得更為多元一些、分散一些,但其中也不乏舉世

矚目的物品和作品。 1931 年日本學者佐伯好郎、德國學者米松林(Herbert
 

Mueller)在北京房山十

字寺遺址發現刻有敘利亞語銘文(舊約詩篇)的碑石,當時報章稱此石為“具有世界價值之景教遺

跡”。而從房山相攜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景教雙賢,其中一者日後成為景教大法主雅伯拉哈三世,
另一者拉班掃馬則奉命出使歐洲,成為學人口中所謂“亞洲的馬可波羅” (Asian

 

Marco
 

Polo)。 有

幸的是,景教雙賢充滿傳奇色彩的故事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行跡,均有存世文獻可供稽考。

就入華景教遺留的文獻、文物而言,近年來更有重量級的新發現。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 2006 年

洛陽景教經幢的出土。 葛承雍在《景教遺珍》前言中這樣總結學界的相關評價:“(這)無疑是一件

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有人說它是基督教東傳史上最重大的發現之一,有人說它是近年來世界級

的文化發現之一,還有人說它是洛陽絲綢之路起點最寶貴的力證。” 繼洛陽經幢之後,特別值得關

注的還有 2021 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寺遺址的考古發掘,以及吐魯番西旁景寺遺址的考古發掘。 其

中唐朝墩景寺遺址與整個古城遺址一道,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顯著的推進價值。 目前

已有學者呼籲:我們應該採取積極措施予以保護,使之成為“世界級的文化遺產”。

二、化通玄理:景學研究傳統的形成與演變

1.
 

景碑現世開啟了景學研究的大門

景碑自晚明出土之後,即引起了中外學人的廣泛關注,以致到了民國時期,我們已然可以列出

一長串相關研究的學者及其著錄景碑的文獻:李之藻跋語、徐光啟碑記、卜彌格書信、曾德昭(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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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o
 

Semedo)《中國史》、艾儒略(Giulio
 

Aleni)《西學凡》、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中國圖說》、
錢謙益《景教考》、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葉弈苞《金石錄補》、杭世駿《道古堂文集》、畢沅《關中金

石記》、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王昶《金石萃編》、石韞玉《獨學廬二稿》、洪頤煊《平津讀碑

記》、俞正燮《癸巳類稿》、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董祐誠《董方立遺書》、魏
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林侗《來齋金石考》、楊守敬《寰宇貞石圖》 (魯迅、郭沫若編校

本、藤原楚水增訂本)、王先謙《重刊景教碑文紀事考正》“序”及“後序”、錢念劬《歸潛記》、潘紳《景

教碑文注釋》、陽瑪諾(Emmanuel
 

Diaz,
 

Junior) 《唐景教碑頌正詮》 (中文)、夏鳴雷(Henri
 

Havret)
《西安府景教碑》(法文)、理雅各(James

 

Legge)《中國陝西西安府景教碑》 (英文)、楊榮鋕《景教碑

文紀事考正》(中文)、伯希和《西安府景教碑》 (法文)、佐伯好郎《景教碑文研究》 (日文)與《中國

景教碑》(英文)、馮承鈞《景教碑考》 ……這其中,既可以見到教門飽學之士溢於言表的欣喜與自

豪,也可以見到金石學及樸學大家開闢新知的希冀與努力,更可以見到奮發圖強的仁人志士的憂患

意識與師夷情結。 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景教碑文或被局部著錄,或得以悉數刊出,逐步產生了

思想文化上的深遠影響。 景碑及其所呈現的思想世界,確為國人探求西學提供了特殊的機緣和重

要的窗口。 由此,景學研究作為一項專門的學問,得以樹立起來,並在明清以至民國的西學東漸潮

流中,成為其隱秘而基礎的部分。
學理層面的景學效應,已然深透至維新變法乃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諸多學人的思想之中。

這其中既有狹義層面上對於景教的理解,也有廣義層面上對於“景教”一語的運用。 前者如譚嗣同

《仁學》以景碑所謂“強名言兮演三一”為佛孔景三教平等、共享的判語,又如章太炎《國學講演錄》
以張載“民胞物與”為“或有取於”景教之語。後者(廣義的用法)如嚴復、梁啟超、魯迅等人剖析歐

西諸國文脈與國運之時,曾認為其致強或在景教,其落於晦盲、遭受抨擊,或亦在景教。 更有章太炎

在《告宰官白衣啟》中提出這樣的看法:景教流行,已遍方域;摩西十戒,足資風教。此外,在蔡元培

影響之下,張純一着手權衡了景、墨二家學說,以為景教(基督宗教)頗有其閎深可取之處。

顯然,上述諸公評騭景教,無論褒貶,皆以之統稱基督宗教。 中國學人的此種做法,與西方傳統

中視景教(所謂“聶斯托利派”)為異端的立場判然有別。 他們在“景教”一名的運用上,已然自覺

不自覺地、頑強而不勉強地突破了“正統—異端”的二元區隔,從一種排他論的(exclusive)立場轉

向了兼容並包的( inclusive)立場。 他們的這種轉向,無疑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並且在一種與西方

全然不同的思想境遇中,將唐代景教的歷史記憶打上了時代精神的烙印,使之成為西學東漸、文化

更迭潮流中正面、積極的動力因。
另外還有一個案例,頗能說明此時中國學人樂於將“景教”作為通名來使用,這就是 1893 年芝

加哥萬國宗教大會上彭光譽採用“景教”作為“ religion” (爾厘利景)的簡稱。 彭光譽將“萬國宗教

大會(The
 

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譯為“萬國景教大會”,並有注曰:“按《西學凡》所載景

教流行中國碑之景教,係西方古教,已與今教不同,英文名今教曰爾厘利景,此仍用景字譯之,取其

音同易知……” 彭光譽的此種用法,同樣不能簡單地視為一種術語的誤用,而應該看作是一種“隸

屬於景碑效應”的跨文化現象。
2.

 

從真偽之辯到溯源研究與義理研究

景碑於晚明出土之後,其真偽問題一度成為中外學人爭辯的焦點。 這其中既有中國反教人士

提出的“明人偽撰說”,也有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耶穌會士偽造說”;而“力證其真”的學人也

不在少數,比如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曾以大量史實與細節有力駁斥了種種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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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 自此而後,塵埃落定,不復有疑。

在某種程度上,景碑真偽之辯,乃是明清禮儀之爭的問題意識在景教及其後學之地位問題上的

曲折反映。 與之不同,1990 年代由林悟殊、榮新江主導的景教敦煌文書的存疑或辨偽,則完全是在

敦煌學的文本研究思路中展開的,其辨偽手段屬於敦煌寫本辨偽的常規範疇。 比如敦煌俗字(異

體字)與正字並用現象在敦煌寫本中頗為常見,林悟殊將這一現象列為敦煌景教文書《一神論》(以

及《序聽迷詩所經》)真偽存疑的理由之一,而王蘭平則通過更多類似案例的分析,得出了上述寫本

並未顯示作偽痕跡的結論。2006 年出土的洛陽經幢(《宣元至本經》)可以與敦煌寫本《宣元本經》
互補合校,已然坐實了該敦煌寫本為真的結論。 2020 年日本杏雨書屋發布《敦煌秘籍:景教經典四

種》,憑藉紙質調査報告、書法風格評估、特殊字符考證等手段,判定《一神論》與《序聽迷詩所經》的

書寫年代是在八世紀中葉之後不久。 不過,目前杏雨的報告及其結論仍有若干疑點,距離達成學界

共識尚有一步之遙。

鑒於《一神論》與《序聽迷詩所經》的篇幅在現存漢語景教文書中所佔比重甚大(約佔總字數的

百分之六、七十),其真偽問題的考辨,關係重大———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方面的論辯和研究構成了

景學發展的重要階段。 而且,這一時期還凸顯了景學研究的如下重要特點,即將三夷教(景教、摩
尼教、祆教)冶於一爐,並在唐代社會大氣候以及中西關係的特定環境中去考察景教流播中國的歷

史。這樣的一種研究進路,對深入理解入華景教的在地背景甚有助益。
綜觀百餘年來的景學研究,在歷經伯希和、佐伯好郎、羽田亨、夏鳴雷、明甘納(Alphonse

 

Min-
gana)、穆爾、西蒙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克里木凱特(Hans-Joachim
 

Klimkeit)以及

陳垣、方豪、羅香林、朱謙之、江文漢、吳其昱、葛承雍等一系列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之後,已然在景

教產生與傳播的歷史背景、相關漢語文獻的真偽考辨、注疏和研究、敘利亞語銘文或寫本的釋讀、唐
元景教同源關係考察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不過,就當前景學發展的新趨勢以及未來的

主流方向而言,我們還必須提及這樣一種溯源嘗試:即要將中國景教全面追溯至其源頭,既要闡明

景教的使徒統緒與法主傳承,從而刻畫景教作為原始基督教的獨特性所在;同時又要考鏡景教的學

統源流,明確揭示景教思想與安提阿學派以及敘利亞早期教父思想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為漢語

景教文獻義理的準確釋讀、唐代景教中國化之當代意義的發掘,提供某種基礎的方案與根本的

途徑。
從景學研究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來看,國內外學者正日益將研究的重心轉移到如下一些主

題之上:
(1)景學基礎文獻的輯集、釋義與研究,包括使徒文獻(《多馬行傳》、《阿岱垂範》、《馬睿行

傳》) 的輯校、編譯與研究(尤其是將其與拿戈瑪蒂文書進行比較),從而展示景教使徒統緒的建

構過程;前安提阿時期遏拂林的著作以及安提阿學派代表人物狄奧多若的釋經著作之編譯與研究;
學術版《元代景教雙賢傳》 的輯校、編譯與研究。 尤其是增訂梵蒂岡教宗秘檔館以及法國國家圖

書館收藏的景教雙賢所傳遞的汗王與羅馬教宗以及法王的往返書信等重要內容;漢語景教文獻的

集釋與經文溯源研究,尤其是對景教敦煌文獻中對應於古敘利亞語聖經經文的內容(包括 2 世紀

塔提安所編的古敘利亞語《四福音合糅本》)以及為數不少的敘利亞語術語進行更為精準、更為系

統的注疏以及義理上的闡釋。
(2)就景教基礎文獻的核心內涵、彼此之間的思想關聯、各文獻歷史地位的評價等內容展開研

究,並探討景教基礎文獻的神學思想及其重要特徵,以及這些特徵在漢語景教文獻中的具體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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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景教基礎文獻的經學思想及其重要特徵;探討景教基礎文獻的禮學傳統及其重要特徵。
上述研究正在突破之前學者視景教為異端的片面看法,力圖在整個東敘利亞基督教及其入華

的大背景中,對景教義理及其意義做出全面深入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三、罄集明宮:為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國化奠定基礎

景教是基督宗教入華之奠基時期的產物,同時也是基督宗教中國化的典型案例和重要的思想

文化資源。 反觀數百年間景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相適應、相融合的方式和方法,我們便會驚奇地發

現,景教不僅在陶染盛唐氣象、把握時代精神方面(即其求同方面),有不輸於其他教派的意願和能

力,而且在“頑強地、自然而然地突破” 中國本土既有的概念和思路、從而保留其自身教義之實質

方面(即其存異方面),也頗有其出人意料的獨到之處。
首先,就其求同方面而言,景教援用本土思想文化資源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 比如景淨所述的

景教碑序文部分,即採用唐碑常見的“駢四驪六”的駢文形式,而頌文的局部則帶有鮮明的詩騷

“兮”字句特色。 並且碑文屢屢“用典以扶雅” “援古以證今”,可以說其作者在浸淫中國古典文化

之同時,又頗為準確地切中了時代思想的脈搏。 景教碑文作為雄秀獨出的唐文、唐音之一部分,與
該碑書論、書法所崇尚的遒媚不俗的品味一樣,都是深受盛唐氣象陶染的結果。 綜觀漢語景教文獻

援古用典的情況,我們不難發現,這其中既可能有儒家孔穎達《五經正義》的影響,也可能有佛教如

來藏系經論、老莊道家經典以及《太玄真一本際經》等唐代道教文書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某種程

度上可以說,唐代景教與同時期的儒、釋、道一起,積極地融入到了一個共同的文獻社區( literary
 

community)之中。 它們借助於同一套文獻和修辭話語系統,表達了某些類似的思想與關切。 比

如,它們都強調語言在表達宗教思想方面所具有的局限性,它們在面對人生痛苦與生命無常之時,
均領悟到了深刻而富有啟迪的真諦。 尤其是,它們都在自己的經文中發展出了一套護國話語,一方

面體現了當時各個宗教對政教關係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它們已然借助於共享的詞匯和語

言,構建出了類似的政治心態和宗教意識形態。

其次,就景教在存異方面的努力而言,更有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的地方。 據初步估算,敦煌景

教文獻中具有敘語底蘊的用語多達 100 條以上,這其中既有譯音或譯義的聖號,也有關乎景教緣起

的人名、地名、經名,更有敘利亞教父的神學用語。 它們或明或暗,或正或奇,或援既有以鑄新義,或
溯源始以陶正信。 這些用語具有鮮明的景教特色,充分體現了中國景教思想與東敘利亞教會的敘

語言境和神學傳統之間的密切關係。 為了簡潔起見,我們在此僅以敦煌文書《尊經》為例,來說明

景教已然在神學術語的深度中國化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嘗試。
《尊經》的篇幅並不大,但其重要性卻是學界有目共睹的。 就文本的結構而言,《尊經》包括四

個較小的部分:正文部分有景教“三身一體”表述、景教諸位法王名單以及景淨所譯諸部經典的目

次;這之後有一個簡短的按語,交待了景淨譯經的緣起與基本情況。 通過對《尊經》文本的進一步

精細研讀,我們便不難發現,《尊經》文本中交織着一個“表(顯)—深(隱)”的雙重結構:一方面,從
其表層的顯性結構來看,其中禮敬三身一體、禮敬法王、禮敬景教經典的形式,完全是沿襲了佛教懺

法文書中禮敬佛、僧、法三寶的儀式結構; 另一方面,從其深層的隱性結構來看,其所禮敬的“三

身”之“應身皇子”乃是就彌施訶(基督)的“獨生子”身份而言的,而其所禮敬的“景通法王”則是就

彌施訶(基督)之“長子”身份而言的,其中“獨生子”所代表的是彌施訶(基督) “作為披戴者的、
臨在的神性”,“長子”所代表的是被彌施訶(基督)披戴的人性。 此處將“獨生子” (A)與“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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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雙重身份相提並論(AB 結構),旨在採用同屬一個身位的兩個詞來表達彌施訶(基督)神人

兩性的緊密融合,而這樣的一種 AB 形式特徵,正是景教底源教會(東敘利亞教會)自古以來所採用

的《尼西亞信經》的標誌性結構。景教《尊經》在文本表層的顯性結構之下,安置着奠基性的 AB 隱

性結構,藉此景門信眾便可以透過易於接受的本土既有的禮敬文書形式,進一步深入到《尼西亞信

經》與景教神學的堂奧之中。
《尊經》在羅列景教法王名單以及景淨所譯經典名目之前,尤其表達了其對“三身一體” (即三

位一體)的禮讚:“敬禮! 妙身皇父阿羅訶,應身皇子彌施訶,證身盧訶寧俱沙,已上三身同歸一

體。” 此處景淨所謂的“三身”顯然是由大乘佛教“三身”概念脫胎而來,而“三身”中的“應身”因

為涉及了基督論和佛身論的內涵而顯得尤為引人注目。 按照日本學者平川彰的看法,中文“應身”
一詞所對應的梵語詞是“Nirmāṇa-kāya”。 而這樣的一種對譯關係,並未見於陳真諦的譯筆之

中———真諦常常將該梵語詞翻譯為“化身”或“變化身”。 顯然真諦所採用的乃是一種直譯的方法,
因為這些譯名與“Nirmāṇa”的基本含義(“形成、創造、轉變”  )相吻合。 其實將“Nirmāṇa-kāya”與

“應身”對譯的這一富有新意的做法,乃是從後魏菩提流支譯介《十地經論》開始的,此後《大乘起信

論》以及淨影慧遠、天台智者大師等人均沿用了此種譯名。 唐貞元二年(786),罽賓國法師般若三

藏與景淨合作翻譯了《六波羅蜜經》(七卷)。 這次佛經翻譯對景淨的神學建構產生了不容忽視的

影響。 從日後《尊經》所體現的神學用語特點來看,景淨顯然已經接納了淨影慧遠、天台智者大師

等人的“應身”譯名,因為正如佛教“應身”概念體現出了其經世致用的社會性和普世性,進而體現

了大乘精神一樣,景教“應身”概念也一再強調了其“大庇存亡” “密濟群生”的經世內涵與大公精

神。 我們可以借助於淨影慧遠在《大乘義章》中對於“應身”概念的闡釋,即認為它是佛菩薩對世間

“義如呼喚”的“眾生機感”之回應,來理解景教“應身”之“應”的“廣慈救眾苦”的救贖論內涵。
當然了,景淨在援佛入景、熔鑄景教神學術語時,並非是一味照搬佛學名相的。 他在“應身”之“應”
的經世內涵上究竟拓展到了哪一步(其與創世、復臨的關係究竟如何),因文獻所限,目前尚難以論

定。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景教三一表述中的“妙身” “應身” “證身”,非但與佛教常見的三

身表述(法身、報身、應身)有重要的區別,而且在名義上也與東敘利亞基督教的三一表述判然有別

(後者通常採取“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這樣的序列表達形式)。 中國景教三一神學的獨創性就

在於:一方面,它借鑒中國宗派佛學的三身表述,但又不拘泥、不照搬,而是做了創造性的轉化。 另

一方面,它脫胎於東敘利亞基督教的三一思想的經世內涵,但又在名義上突破了三位的序列表達

形式。 景教“應身”等概念並非敘利亞語概念的直接翻譯(因而也不能簡便地從漢語翻回到敘利亞

語);但是,景教這些核心概念卻又與敘利亞語三一表述的經世內涵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對這

方面內涵的一個頗具匠心的概括、引申與再造。
此外,穆爾在翻譯《尊經》的“三身一體”敬語時,曾將“身”英譯為“person”。 穆爾的這一看

法,又可進一步將我們的探討引向理雅各對儒家經典的理解與翻譯。 理雅各在翻譯《景教碑文》的

“分身”概念時,已然涉及“person”的問題。 而他在翻譯《大學》所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時,更是

明確地使用“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來對譯“修身”一詞。 至於說《大學》所謂修身之關鍵(也即

“誠於中、形於外”),理雅各則又採用了“manifest”一詞來對譯其中的動詞“形”。理雅各的上述譯

名處理方式,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景教以“身”對譯古敘利亞語“qnoma”的思想基礎:按照安提

阿學派的看法,古敘利亞語三一表述中的“qnoma”具有鮮明的“個案”或“個例”的意義,即它是類

本質的個別顯現( individual
 

manifestation),是“一階區分”層次上同質事物之間的二階區分(個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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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而且,從本體論的角度說,內在本質及其向外的現身( qnomic
 

manifestations),已然形成了

一個有機的整體。這裡“身”着重於“現身”的動詞含義,與《大學》所謂“誠於中、形於外”的“身”
的含義頗為神似。 因此,唐代景教徒採用“身”一詞來翻譯古敘利亞語“qnoma”,應該是很有道理

的———這也與唐代孔穎達《五經正義》中的解釋相吻合:孔穎達曾經援引鄭玄的看法,將“形”明確

解釋為“顯現”(“形,猶見也”)。與此同時,漢語“身”字還出現了這樣一個基本的用法,即將其作

為“反身代詞”來使用。 《爾雅·釋詁》將“身”解釋為“我也”,其《疏》則更進一步說:“身,自謂

也。” 在景教敦煌文獻中,這樣的用例也屢見不鮮:“彌師訶將自身與,遂即受死”、“己身”、“他家

身”、“自家身”,等等。 這些用法都是個體性的自謂,而非指單純肉體意義上的“身”。 這樣,景教已

然在“qnoma 身”的問題上,與儒家“修身”之“身”實現了三個意義層次的本體論相遇:(1)身是最

基層的本體論區分單元;(2)身是內在本質及其外顯的有機整體;(3)身是表裡一如的個體性人格

載體。 由於東敘利亞基督教重視基督論的論辯,並且強調基督人性的救贖意義和教化意義,因此,
“人格”內涵在“身”的意義中也就變得日益突出了。 所以我們說,入華景教能夠在其教義上達成與

儒家修身學說的對話和融通,其意義是非比尋常的。
除了教義而外,景教在禮儀思想的中國化闡釋方面,也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有益嘗試。 景教

的東禮傳統由來已久,陳垣曾在《元也里可溫教考》一文中指出:元代景教(也里可溫教)以禮東方

為主,與唐代景教碑文所謂“東禮趣生榮之路”,乃屬乎一脈。唐元景教的東禮傳統體現了東方教

會的神聖空間意識,其淵源可以追溯到使徒阿岱和馬睿所確立的禮儀傳統。 早期敘利亞基督教已

經開始有意識地援引聖經經文,將“以東為聖”的神聖空間意識納入使徒垂範,使“東方”成為神聖

的居所、神顯的空間、禮拜的方向,從而成功地將崇拜的核心指向,從“地上的耶路撒冷”轉變為“東

方諸天之上”的“天城耶路撒冷”。 隨着景教的入華,“以東為聖”的意義闡釋也日益中國化,並最終

在元代完成了深度融合的進程。 《至順鎮江志》對東禮的內涵作了如下解釋:“大明出於東,四時始

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繁盛,
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 上述解釋創造性地將五行學說、易系辭的生生之道、蒙古薩滿教

的長生天信仰糅合進了景教東禮思想的闡釋之中,可謂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典範。
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國化是歷史的使命,更是時代的課題。 具有原始使徒教會特徵的東敘利亞

基督教入華之後,其中以景淨為代表的唐元景士便在教義思想的“援佛入景”方面做了很多嘗試,
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文化遺產。 他們憑藉唐元時代得天獨厚的思想境遇,超越了簡單的格義,
並實現了教義思想的創造性重塑。 總而言之,景教較好地駕馭了時代的詮釋學形勢,在神學、經學

以及禮儀實踐方面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而這無疑對於基督宗教的深度中國化有着不容忽視的奠

基意義。 晚明時期的天主教徒,如徐光啟、李久標、吳佑、徐驥、馮文昌、段袞、段冕、段昱、林一儁、熊
士旂、潘師孔、蘇負英、李良爵等人,皆自稱“景教後學”,以示對這一具有深厚底蘊的古老傳統的

必要尊重。 相信在未來的基督宗教中國化歷程中,還會湧現出更多的景教後學。

①參看朱東華:《〈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考論》,

香港:《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011 年,總第 34 期。

②李之藻:《讀景教碑書後》,載吳昶興編注:《大秦景

教流行中國碑:大秦景教文獻釋義》,新北市:橄欖出

版有限公司,2015 年,第 329~333 頁。

③徐光啟:《景教堂碑記》,載王重民輯校:《徐光啟

集》(下),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第 531~533 頁。

④何樂模複製碑在歐美產生了頗為廣泛的影響。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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